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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脑卒中因其高发病率、高致残率使得居家康复成为关键。照顾者准备度对患者康复及日常生活具有显著

影响。文章就照顾者准备度的概念、评估工具、现状、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展开综述，旨在为医护人员

开展相关研究及制定科学的出院服务方案提供理论依据，通过优化照顾者准备度来提升患者及其家庭的

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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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oke, due to its high incidence and high disability rate, makes home rehabilitation essential. Care-
giver readiness significantly impacts the rehabilitation and daily life of patients. This article pro-
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concept, assessment tools, current statu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
vention measures of caregiver readiness, aiming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medical staff to 
carry out related research and develop scientific discharge service plans. By optimizing caregiver 
readiness,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can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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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脑卒中是一种由器质性脑损伤引起的脑血管疾病，其基本特征为脑功能损伤，已成为中国成年人致

死和致残的首要原因[1]。近年来，其发病率和复发率逐年上升，并呈年轻化趋势[2]。据统计，中国脑卒

中终生发病风险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日本等国家[3] [4]。约 70%~80%的患者存在活动、吞咽、认知

等障碍[5] [6]，给患者及家庭、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医疗负担[1]。在病情稳定后，约 80%的脑卒中患者

选择居家康复治疗，这一过程主要由家庭照顾者承担[7] [8]。然而，这种责任往往会给照顾者带来负担，

因其未专业地从事照顾他人的工作，且无法获得时间或经济等报酬，长期如此会导致其出现经济压力、

健康和社会福利等问题[9]，尤其是当照顾者的需求在病人康复过程中被忽视时。因此，脑卒中家庭照顾

者亟需支持和帮助。照护准备不足、信息匮乏、照护周期长等因素使照护难度加大，导致其承受生理和

心理双重负担，焦虑、抑郁水平增加[10]、生活质量下降[11]，进而影响其照护能力和患者康复。 
照顾者准备度是家庭照顾者为居家照顾患者所做的准备程度。研究表明[12]，高水平的照顾者准备度

可显著改善患者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而准备不足可能影响照顾质量、患者的康复进程，并对照顾者

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13] [14]。国外关于该领域的研究较为成熟，而我国起步较晚，且主要聚焦于患

者的出院准备度，缺乏对照顾者准备度的关注。因此，本文就脑卒中患者照顾者准备度进行综述，分析

其现状、影响因素和干预措施，为医护人员开展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以改善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

量。 

2. 照顾者准备度的定义 

照顾者准备度(preparedness for caregivers)由 Archbold [15]于 1990 年提出，指照顾者在满足患者生理

和情感等需求方面的准备水平，包括角色适应、紧急情况处理和压力管理等多方面。该概念被视为出院

准备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受到广泛研究。Hagedoorn [16]定义其为家庭照顾者对护理任务和压力的自我

认知；Grant [17]强调其涵盖身体护理、情感支持、家庭支持等多领域的准备程度。Henriksson [18]进一步

指出，照顾者准备度还涉及照顾者对角色任务的主动看法。此外，Hebert 等人[19] [20]从终末期患者的角

度将其定义为照顾者在患者生命终结时所表现出的心理、情感和行为状态。综上，照顾者准备度是一个

多维概念，反映照顾者的心理和情感状态，并直接影响患者的康复和生活质量。目前，国内的研究多局

限于横断面、中介效应研究，干预研究相对不足，未来应设计高质量的干预性研究以进一步完善该领域。 

3. 脑卒中患者家庭照顾者准备度的研究现状 

照顾者准备度是评估照顾者角色适应性和照顾能力的重要指标[18]，同时也是衡量照顾者负担的关

键维度[21]。国外在痴呆[22]、癌症[18]、脑卒中[23] [24]等领域对照顾者准备度的研究较为深入，但国内

尚处于起步阶段。以往研究表明[23]，脑卒中患者家庭照顾者的准备度相对较低，与国内学者侯春慧[25]
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Creasy [26]等人通过访谈发现，照顾者希望与医护人员保持有效的沟通与协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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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因缺乏沟通技巧而影响其准备度和满意度。King [24]等人通过早期综合心理干预，有效提高了照顾者

的准备度，证实了系统化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近年来，国内对脑卒中患者照顾者准备度的研究日益增加。刘娟娟[27]和王菁菁[28]等人的研究一致

表明，脑卒中患者的照顾者准备度亟待提高。贺郁琳[29]等人的研究进一步发现，照顾者准备度与年龄、

照护经验、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关联性。赋能教育被证实是提升照顾者准备度的有效策略。张旭[30]的家庭

赋权方案通过一系列措施增强了照顾者的照护能力；刘娟娟[31]通过赋能教育提高了照顾者的准备度和

知识水平，同时减轻了焦虑。 

4. 照顾者准备度的评估工具 

4.1. 照顾者准备度评估量表(Caregiver Preparedness Scale, CPS) 

CPS 量表由 Archbold 等人[15]于 1990 年开发，现广泛用于评估癌症[20]、脑卒中[32]、痴呆[22]等患

者照顾者的准备度。该量表包含生理、情感等 8 个维度，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总分 0~32 分，分数越

高表示准备度越高。国内学者刘延锦[33]等人于 2016 年将其进行汉化，中文版 CPS 的 Cronbach’s α系数

为 0.925，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适用于评估脑卒中患者照顾者的准备度。然而，该量表单一的评估方式未

能充分考虑照顾者的意愿、经验和能力，从而影响分析深度。因此，建议对该量表进行优化和修订以提

高其精确度。 

4.2. 乌德勒支主动应对能力量表(Utrecht Proactive Coping Competence, UPCC) 

UPCC 量表由 Bode [34]等人于 2008 年设计，包含 21 个条目，采用 Likert 4 级评分法，总分反映照

顾者的主动应对能力。UPCC 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3~0.95，重测信度为 0.45~0.82，具备良好的结构

效度和区分效度。尽管该量表已在多国用于评估脑卒中[35]等患者的照顾者，但目前尚无中文版本，且未

在中国应用。这可能与文化差异、宗教信仰的影响以及缺乏临床研究来验证其在中国应用的效果有关。 

4.3. 护士评估照顾者准备度量表(Nurse Evaluation of Caregiver Preparation Scale) 

该量表由中国台湾学者 Shyu [36]于 2007 年开发，用于评估家庭照顾者对居家护理患者的照顾准备

程度。量表包含 5 个条目，采用 Likert 3 级评分法，总分 5~15 分。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0.90)和
Cronbach’s α系数(0.78)，目前主要用于脑卒中患者照顾者的评估[37]。但由于是他评量表，可能受调查者

主观影响，且维度单一、内容不全面；适用人群有限，未来需多中心、大样本验证。 

4.4. 脑卒中患者居家照顾准备度量表(Preparedness Assessment for the Transition Home after  
Stroke, PATH-s) 

该量表由美国学者 Camicia [38]于 2019 年基于脑卒中患者家庭照顾者准备度理论模型开发，包含 26
个条目，采用 Likert 4 级评分法。总分通过将各项分数相加后除以回答的条目数得出，平均得分为 1~4
分，分数越高表示准备越充分。2021 年，原作者团队将该量表在脑卒中患者照顾者中进行了验证，结果

显示内部一致性较好，Cronbach’s α系数为 0.90 [39]。然而，该量表仅在局部地区测试，后续可进行多中

心、大样本研究以进一步验证其信效度。 

5. 照顾者准备度影响因素 

5.1. 患者因素 

患者的自理能力、医疗支付方式、居住地、残疾程度均对照顾者准备度产生影响。研究显示[40]，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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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脑卒中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越强，照顾者负担越轻，其准备度也相对较高。医疗保险可减轻家庭经济

压力，便于获取医疗资源，有助于提高照顾者准备度[27]。此外，农村地区照顾者的准备度普遍低于城市，

这一差异可能与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有关[41]。同时，患者的残疾程度也是关键因素[42]，随着残疾程度的

加重，照顾者的准备度往往越低，可能与其对康复训练方法缺乏了解有关。鉴于康复训练可显著改善脑

卒中患者的肢体运动和日常生活能力[43]，定期为照顾者提供康复知识培训以及增强患者自理能力将有

助于提高照顾者的准备度，从而促进患者康复。  

5.2. 照顾者因素 

5.2.1. 社会人口学因素 
1) 年龄 
年龄属自然范畴。研究指出[27]，中青年照顾者相比老年照顾者表现出更高的准备度，与 Halim [44]

等研究结果相符。其原因可能包括：(1) 中青年体质较好，能更有效应对身心压力[45]；(2) 沟通能力较

强，更易掌握并应用医疗知识，从而提升照护技能[21]；(3) 中青年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或电脑，通过多

元渠道获取脑卒中相关知识。然而，Shyu [36]的研究则认为照顾准备度与年龄无直接关系，这或许与样

本年龄构成及地域文化差异有关。因此，后期研究应深入探讨年龄与照顾者准备度的复杂关系，力求在

更多元的背景下全面剖析年龄对准备度的影响机制，以提供更科学、精准的指导。 
2) 性别 
在脑卒中患者的照顾者中，女性的照护准备普遍高于男性[27]，与国外 Lutz 等[23]的研究结果相似。

这可能源于照顾者的性别角色差异，男性作为家庭经济支柱和主要责任人通常会面临较大的照顾负担和

经济压力，可能导致其准备度不足；相比之下，女性因其天然的温柔与关怀特质，在照顾生病亲人时表

现出更高的敏感度和细致度，从而使其照护准备更为充分[46]。故提升脑卒中照顾者准备度需充分考虑性

别差异，为男性照顾者提供经济支持和心理辅导，同时为女性照顾者提供技能培训和情感支持。 
3) 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是影响照顾者准备度的独立因素。李华清[47]的研究指出，文化程度较高的照顾者表现出较

高的准备度，与 Halim [44]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文化水平较低的照顾者由于知识匮乏，常在应对脑卒中

突发状况时感到无能为力，显著影响其准备度。相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照顾者越容易掌握护理知识及

技能，从而提高准备度[48]，因其对疾病的发生、发展、预后等知识有较清晰的认知，进而影响患者预后

和生活质量[49]。然而，相关研究指出[36]，教育水平较高的照顾者并不意味着做好了充足的照护准备，

这可能是因为正规教育未涵盖护理所需的某些知识及技能，照顾者经常在缺乏培训的情况下面临挑战。

因而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教育水平与准备度之间的关系。 
4) 其他 
除上述因素外，照顾者的职业、家庭经济状况与患者的关系也是影响照顾准备度的关键因素。研究

表明[50]，在职且家庭收入较低的照顾者准备度通常较低，与黄素云[51]研究结果相符。退休的照顾者由

于时间充裕、耐心较多，准备度相对较高[40]；收入稳定、经济条件较好的工人或干部背景的照顾者同样

表现出较高的准备度。此外，照顾者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显著影响其准备度[52] [53]，亲密关系能增强照顾

者的信心与动力，而关系冲突则可能导致压力和抑郁，降低照护能力。家庭环境对激励患者进行日常活

动尤为重要，尤其是对四肢功能受限的脑卒中患者，因其对他人帮助的依赖性更强[54]。 

5.2.2. 照顾情况 
在护理脑卒中患者时，照顾者的准备度对其康复至关重要。耿欣欣[40]的调查研究显示，照顾经验丰

富、多人协助照顾可显著提升照顾者的准备度，这与 Lutz [55]的研究结果相符。经验丰富者更具知识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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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应急能力，能快速适应角色。家庭成员间的合作对于提升照顾者的信心和社会支持感具有积极作用

[27]。因此，为卒中患者照顾者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包括物质和情感层面，是帮助其掌握必要照护技能的

关键。同时，应鼓励照顾者积极寻求家人、朋友或社区的支持，这不仅能提升患者及其自身的幸福感，

也是促进患者康复的重要途径。 

5.2.3. 照顾者身心状况 
照顾者的身心健康与患者康复密切相关。贺郁琳[29]的研究指出，中青年脑卒中照顾者的健康状况显

著影响其准备度：健康良好的照顾者更自信且精力充沛，而健康状况不佳则可能面临较大的心理负担。

耿欣欣[40]和刘娟娟[27]的研究证实，心理压力与准备度呈负相关，压力越大，准备度越低。此外，宋宝

香[56]发现照顾者的希望水平是影响准备度的关键因素，且与其对疾病的积极感受相关。同时，相关研究

[23] [57] [58]还表明，照顾者准备度与疾病不确定感呈负相关，缺乏对疾病的了解或社会支持会增加不确

定性，从而加重照顾者的压力并引发抑郁等不良情绪。为提升照顾者准备度并促进患者康复，医护人员

应定期开展健康评估和心理支持，同时提供疾病相关知识指导和照护技能培训，以增强照顾者的信心和

希望水平，减轻疾病不确定感带来的压力。  

5.2.4.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个体所感知或实际获得的外部支持与资源，是机体的重要保护因素，反映个体与社会的

联系[59]。柴倩文[60]的研究发现，脑卒中失能老人照顾者的社会支持与其准备度呈显著相关。良好的社

会支持为照顾者提供必要的资源、促进问题解决、缓解压力和负面情绪，有助于提高准备度[61]。此外，

家庭弹性作为社会支持的关键维度，与照顾者准备度呈正相关，这与 Palacio [62]等的研究结果类似，共

同强调家庭凝聚力在减轻照护负担、提高照顾者适应能力的重要性。除家庭支持外，朋友和医护人员的

支持同样重要，建立积极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有助于减轻照顾者的负担，促进其身心健康。 

5.2.5. 照顾者需求 
照顾者的需求随着角色演变和时间投入而变化[63]。国内尚缺乏对脑卒中患者家庭照顾者的需求与

准备度之间的深入研究，国外的相关研究也仅局限于其他疾病。Silver [64]等人发现，慢性病患者照顾者

未满足的培训需求与准备度相关，需求较少的照顾者准备度更高[65]。此外，Bartolo 等[66]指出，肌萎缩

性脊髓侧索硬化症患者家庭照顾者面临重较重的负担和难以满足的需求，普遍缺乏充分准备，影响其受

益水平。未来研究应探讨脑卒中患者照顾者需求与准备度的关系。 

6. 干预措施 

6.1. 心理干预 

目前国内关于照顾者准备度的干预研究相对不足，而国外主要聚焦于心理干预。King [24]等人对 255
名脑卒中患者照顾者实施综合心理干预，强调通过问题解决、压力管理和情感支持等方法制定个性化干

预方案，以减轻照顾者的负面情绪、提升准备度和改善家庭功能。基于此，未来研究可借鉴国外成熟的

心理干预方法，并结合国内实际，为脑卒中患者家庭照顾者提供更有效的心理支持，以提升其准备度和

照护质量。 

6.2. 远程干预 

传统干预方式因需大量资源且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导致多数患者无法获得专业指导[67]。相比之下，

Stone [68]等人通过互联网平台和电子邮件提供的基于互联网的过渡期护理模式，有效促进了照顾者与医

护人员的沟通，并提供个性化护理建议，显著提升其参与度、准备度和专业知识。此外，Grant [69]对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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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患者照顾者进行的远程电话干预，结合家访、技能培训和定期跟进的方法显著增强照顾者在问题解

决、准备度等方面的能力，同时改善其社会功能和心理健康。目前国内关于该干预模式在提升照顾者准

备度方面的应用尚属空白，未来研究应探索其效果，以期为照顾者提供更有效的支持。 

6.3. 赋能教育干预 

在患者突发脑卒中后，照顾者需面临角色改变，并具有对患者康复锻炼、疾病管理等健康教育的需

求[70]。传统的健康教育主要由医护人员单向传授知识，但往往效果不佳。而赋能则强调帮助患者和照顾

者发展自我管理能力，医务人员与照顾者保持平等关系，以提供必要的资源、技能[71]。目前国内的干预

研究以赋能教育为主，部分学者[30] [72] [73]运用赋能理论为脑卒中患者照顾者制定健康教育计划，通过

精准评估、情感宣泄和照护计划制定等方式激发照顾者的主动性，提高疾病管理能力。 

6.4. 聚焦解决模式干预 

聚焦解决模式由 Steve de Shazer 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强调以人为中心，着眼未来，注重挖掘个

体或团体的力量[74]。在针对脑卒中患者照顾者的干预中，王菁菁[28]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引入该模式，

帮助照顾者积极应对问题、提高准备度、减轻负面情绪，促进身心健康。此外，研究发现[75] [76]，聚焦

解决模式比传统问题解决模式更有效，有利于增强照顾者信心和生活质量、改善消极情绪并减轻照顾压

力。国内针对该干预模式的研究较为稀缺，且分散于不同疾病类型，未来研究应对脑卒中患者照顾者进

行更深入的研究以验证其效果，丰富该模式在脑卒中领域的应用。 

6.5. ADOPT 模式干预 

脑卒中患者出院后，家庭照顾者需掌握专业护理技能。健康教育不仅传递知识，还激发患者积极参

与疾病管理和生活方式调整，从而提高照顾者护理能力准备度[77]。魏积玉[78]运用 ADOPT 模式进行健

康宣教，包括集体宣教和个体指导，通过面对面讲解、示范、微信、门诊随访等多种形式提高医护人员

与照顾者的合作、减轻照顾过程中的压力和焦虑，并提高整体健康教育的满意度。目前，该模式应用于

脑卒中患者照顾者的研究尚不多见，仅有单一研究案例，因此未来有必要对此进行更广泛的深入研究。 

7. 小结 

脑卒中患者从入院至居家过渡期，是照顾者角色适应、技能和知识最薄弱的阶段，也是心理准备和

调适的关键时期，此期对评估和干预照顾者的准备度至关重要。我国在这一领域起步较晚，关于照顾者

如何有效做好照护准备及适应新角色的研究仍显不足。未来研究者可参考国外高质量的干预性研究模式，

结合远程指导，基于延续性护理服务持续提升指导与教育效果。除常规健康宣教外，还可动态评估照顾

者需求，及时调整干预措施并提供个性化支持，以提升照顾者的准备度和照护质量，进而促进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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